
 

空勤人员宇宙辐射职业危害的研究进展
孙艺哲， 罗永斌， 凃娜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临床检验科，湖北 武汉 430014

摘要 ：
　　根据中国民航局 2020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有超过 6 万名的飞行员和超过
10 万名乘务员在各航空公司持证上岗。这些空勤人员的健康是维护和延续民用航空顺利发
展的的基础。空勤人员在高空中会受到宇宙辐射的照射，然而由于宇宙辐射种类复杂、多
变、难以准确测量，因此其对空勤人员的健康是否有影响并没有定论。本文介绍了宇宙辐射
对空勤人员的影响，回顾了国内外对于宇宙辐射剂量的估算并总结了剂量测量方法种类和
局限性，并指出了现有的空勤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的不足，对加强空勤人员的辐射危害的健康
管理提出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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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cosmic  radiation  for  aircrew   SUN  Yizhe,  LUO
Yongbin, TU Na (Clinical Laboratory, Wuha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enter for Occupational
Diseases, Wuhan, Hubei 43001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leased by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in 2020, there
are  more  than 60 000 pilots  and  more  than 100 000 flight  attendants  in  China  working  with
certificates  in  various  airlines.  The  health  of  these  aircrew  is  the  basis  for  maintaining  and
continuing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Aircrew are exposed to cosmic radiation at
high  altitudes.  However,  because  the  types  of  cosmic  radiation  are  complex,  changeable,  and
difficult to measure accurately, there is no definite conclusion as to whether it has any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aircrew.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mpacts  of  cosmic  radiation  on  aircrew,
reviewed  the  estimation  of  cosmic  radiation  dos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d  the
cosmic  radiation  dos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t  also  pointed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of  aircrew  and  put  forward  new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radiation hazards for aircrew.

Keywords: aircrew;  cosmic  radiation;  radiation hazard;  cosmic  radiation dose;  method of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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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辐射是一种来自太空的电离辐射，它含有各种高能粒子，具有很宽的
能量范围。由于宇宙辐射的组成非常复杂，高能粒子与大气成分相互作用，产生
次级粒子，这些次级粒子主要由中子、光子、质子、带电和不带电的介子组成[1]。
它的剂量在世界各地都不同，主要取决于地磁场纬度、海拔高度和太阳周期。
宇宙辐射剂量随着海拔高度增加而增加，极地地区宇宙辐射量高于非极地地
区[2]

，而太阳周期的波动偶尔会导致宇宙辐射剂量激增。在高空工作的空勤人
员长期接受到高水平的宇宙辐射。高空中的宇宙辐射 40%~80%为中子，中子是
一种高传能线密度的辐射，而一般医院、工厂的放射工作人员接触的大多是
属于低传能线密度的辐射，有研究发现高传能线密度的辐射射线比低传能线
密度的辐射射线具有更高电离能力，可致细胞染色体损伤更重，具有较高的致
癌效应，对身体的伤害更大 [3–4]。1990 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就已经建议将机组人员归类为职业
暴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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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宇宙辐射对空勤人员的影响
空勤人员接受的辐射剂量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

没有超过国家剂量限值 20 mSv·年−1
，因此其放射危害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长期低剂量的电离辐射
依然会对空勤人员造成伤害。 

1.1    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电离辐射的

重要靶器官，极易受到电离辐射的影响，可导致甲状
腺功能或形态的改变，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
反应堆事故后，对当地居民长期健康调查中发现，居
民的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发病率显著增加[5–6]

，国外
研究发现暴露于电离辐射的医护人员与未接触辐射
的医护人员相比出现了促甲状腺激素平均水平显著
较高，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游离甲状腺素平均水
平均较低的现象[7]

，还有研究人员对医院从事放射工
作的 326 名医务人员进行了 12 年的随访，观察到这
些医务人员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甲状腺素在研究
期间下降，因此电离辐射可能导致医护人员的血清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和甲状腺素水平下降[8]。关于低剂量
电离辐射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疾病风险增加的研究也
有很多[7，9–10]。

对空勤人员的体检研究显示，空勤人员甲状腺结
节检出率明显高于普通健康体检人员，还发现飞行员
甲状腺结节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机组人员。飞行员在
飞机的前方工作，宇宙辐射的暴露机会更大，宇宙辐
射的年平均有效剂量显著高于其他机组人员[11]

，印证
了宇宙辐射暴露与甲状腺结节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1.2    生殖问题
研究发现女性空勤人员存在较高的自然流产率

以及一定数量反复流产的现象[12]。国内外有研究发现
接受电离辐射时间过长是胚胎停育的危险因素之一[13]。
英国对 1 万名以上的空勤人员进行调查，同时以地勤
人员作为对照，发现男性空勤人员配偶的死胎率较
高，女性空勤人员胎儿先天性畸形比例较高[14]。此外
还有试验通过用电离辐射照射怀孕小鼠，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发现照射后的孕鼠，其死胎率、流产数量增
加，且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出现死胎、畸胎、流产的
孕鼠数呈上升趋势[15]。因此可以推断女性空勤人员自
然流产率较高可能与其在工作中长时间暴露于宇宙
辐射有关。 

1.3    癌症
电离辐射对人体的损伤是一个复杂过程，辐射在

人体组织中释放能量，导致细胞死亡或发生异常。有

些异常细胞发生恶性增殖导致癌症的发生，虽然被辐
射照射后不一定得癌症，但是受到辐射的人群比未受
到辐射的人群得癌症概率会大很多[16]。对广岛和长崎
原子弹爆炸中日本幸存者的队列研究（寿命研究）发
现，辐射暴露会增加终生罹患癌症的风险，幸存者与
辐射相关的癌症风险明显增加[17]。

国外研究发现女性空勤人员与普通人群相比，乳
腺癌发病率更高[18–19]。多项对空勤人员进行的癌症发
病率研究发现，与普通大众相比，乳腺癌、皮肤黑色素
瘤的发病率显著增加[20–23]

，但是这种现象是否由于宇
宙辐射导致，还是由于昼夜节律失调导致激素异常或
者紫外线照射导致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有研究通
过对加拿大空勤人员的多年随访调查，发现其髓系白
血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24]

，但是由于相关报道并不
多，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 

1.4    眼晶状体病变
晶状体是人体对辐射最敏感的组织之一，ICRP 认

为电离辐射会导致辐射性白内障的发生，高剂量辐射
可导致晶状体损伤，长期间歇性低剂量辐射也有累积
效应[25–26]。有研究指出宇宙辐射可能会诱发白内障[27]。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过对 206 名飞行员、宇航员、
普通男性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宇宙辐射可能是一个独
立且更容易导致白内障的风险因素。研究中飞行员发
病时间早于宇航员，飞行员白内障的发病时间大概是
40~45 岁，而宇航员的发病时间一般是 60~70 岁，但宇
航员中白内障的发生率比军事飞行员的白内障发生
率显著偏高[28]。但是由于引起白内障的因素很多，因
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1.5    骨代谢问题
空勤人员经常会出现颈椎、腰椎和腿部的疼痛，

以往有文献报道空勤人员腰腿痛发病率高达 40%以
上[29]。有研究发现治疗性辐射会导致骨损伤，并可能
增加骨折风险。有研究表明，电离辐射通过降低碱性
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活性和编码 ALP 和
抑制 I 型胶原的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 mRNA）
的表达，从而干扰骨的形成[30]。还有研究将小鼠置于
模拟宇宙辐射环境下，发现出现骨形成减少和骨吸收
增多，最终导致骨质量减少的现象[31]

，因此我们推断
电离辐射可能导致骨代谢的异常。

还有研究发现某航空公司工作时长最多的飞行
人员群体，其骨代谢指标明显低于其他工作时长较低
的对照人员。因此可以推断飞行时间越多，所受宇宙
辐射剂量越大，骨代谢水平下降越明显。同时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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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培养和照射成骨细胞，发现辐射可能通过影响成
骨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影响成骨细胞的增殖、分
化和功能[32]。但是导致腰腿疼痛的原因复杂，也可能
是工作疲劳和体态不正确导致，因此还不能简单与宇
宙辐射联系到一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    空勤人员所受宇宙辐射的剂量估算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电离辐射会损害人类健

康。然而电离辐射研究针对的人群大多是在医院或者
其他工作岗位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社会上对宇宙辐
射的关注不够，宇宙辐射对空勤人员影响的研究也较
少。目前，我国 GBZ 140—2002《空勤人员宇宙辐射控
制标准》规定空勤人员受到的宇宙辐射属于职业照
射，规定要求当空勤人员的年平均有效剂量超过
1 mSv 时，需要采取控制措施，并要求空勤人员职业照
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得超过 20 mSv。

国内外对空勤人员受到的宇宙辐射剂量也进行
了一些研究，辐射剂量一般是使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进
行计算。它可以计算出每条航线单次飞行个人受照剂
量，再结合个人的一年的航线路程可以算出个人的年
受照剂量。我国民航局也开发了自己的宇宙辐射剂量
计算系统，用于计算我国空勤人员在工作中受到的宇
宙辐射有效剂量。有研究发现长途空勤人员的平均年
有效剂量大约为 2~3 mSv，短途空勤人员平均年有效
剂量大约为 1~2 mSv[33]。法国航空几十年来一直在对
宇宙辐射进行测量，辐射剂量率记录显示在超音速飞
机上为 12~15 μSv·h−1

，在长距离亚音速喷气式飞机上
为 4~6 μSv·h−1

，在短途亚音速喷气飞机上为 1~3 μSv·h−1。
大多数空勤人员每年的飞行时间约为 750 h，因此空勤
人员平均年有效剂量大约为 3~4 mSv[34]。2004 年和
2005 年，爱尔兰空勤人员受到的平均年有效剂量分别
为 1.8~2.0 mSv，高于该国任何其他职业的放射工作人
员[35]。另一项对宇宙辐射剂量的测量结果发现 1997—
1999 年，新疆航空公司所有航班空勤人员的平均年有
效剂量为 2.193~4.419 mSv[36]。此外，通过仪器测量典
型极地航线（北京—纽约）机组人员的个人辐射剂量，

结果发现极地航线飞行员组平均年有效剂量为 3.27~
3.59 mSv，空中乘务员组为 2.66~3.22 mSv[37]。因此，无
论是仪器的实际测量还是计算机程序估算，空勤人员
接收的宇宙辐射平均年有效剂量大多数超过了 1 mSv。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国内外的放射工作人员的平
均年有效剂量大都小于 1 mSv。在工业方面，研究发现
孟加拉国约 75%工业放射工作人员在 2010—2014 年

中接受的剂量低于 1 mSv[38]。我国在 2009—2018 年期
间共监测了 504 538 名工人的放射工作人员，发现 95.4%
以上的放射工作人员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低于 1 mSv。
远低于国家规定的职业剂量限值 20 mSv·年−1 。并且
其年平均有效剂量有显著下降趋势[39]。

在医疗方面，我国医疗职业暴露的数据表明，在
诊断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疗中，这些类别的医
务人员的平均年有效剂量分别在 1.5~2.2 mSv、1.2~
1.6 mSv 和 1.0~1.5 mSv 范围内[40]。有研究调查阿联酋
9 家医院放射科和心脏科医务人员的职业辐射暴露情
况，获得的数据表明，医务人员的平均年有效剂量为
0.38~0.62 mSv，均低于国家立法和国际标准规定的限
值[41]。由此可见，放射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有效剂量大多
数小于空勤人员，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空勤人员可能比
一般放射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受到更大的辐射剂量。 

3    测量宇宙辐射剂量方法的介绍
目前宇宙辐射剂量的测量方法包括仪器测量和

计算机模拟程序估算，通用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机模拟
程序估算出空勤人员可能受到的宇宙辐射剂量。其中
运用最广泛的是美国航空管理局的 CARI-6 计算机模
拟程序和欧洲国家开发的 EPCARD 计算机模拟程序，

程序运用粒子流的理论模型和在大气层中与其他原
子的反应为基础[42]

，通过输入飞行起始地机场的地理
位置（纬度、经度）、飞行时间、飞行高度、起降时间和
海拔高度等地理信息，可以估算出航行过程中的宇宙
辐射剂量[33]。有研究选定的 23 个航班中涵盖了世界
上所有主要的客运航线，包含广泛的纬度（从北到
南）。其中还包括 7 次飞行持续时间超过 13 h 的超远
程飞行。用多种计算机模拟程序对其进行辐射剂量的
估算比较，结果显示总体一致性较好，差异性小于
20%[43]。

仪器测量宇宙辐射剂量的方法包括：组织等效正
比计数器、热释光探测器和固体径迹探测器或半导体
探测器。组织等效正比计数器适用于测量中子、γ 混
合辐射场的剂量，不仅可以区分辐射粒子的类型，还
可以区分它们的能量和能量传递线密度、辐射剂量、
剂量当量；热释光探测器用于测量除中子成份之外的
辐射剂量，固体轨迹蚀刻探测器是一种测量中子和
α 粒子的固体探测器；半导体探测器是以半导体材料
为探测介质的辐射探测器，适于探测穿透力较小的带
电粒子[44–45]

，但是这些测量仪器都有一定的测量范围，

超出范围则无法检测，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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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仪器测量与计算机模拟程序测量结果的
一致性，2002 年在巴黎—东京往返航班上进行了一次
比较试验，将测量仪器安装于波音 747 驾驶舱内，在
长达 29.5 h 的飞行后，对比发现，通过仪器测量和计
算机模拟程序得到宇宙辐射剂量值的一致性令人满
意[46]。

需要注意的是，当宇宙辐射场相当恒定时，可以
使用计算机模拟程序估算辐射剂量，但有当太阳粒子
事件发生时，则不能信任计算机模拟程序估算的结
果。美国国立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估计，空勤人员
在平均 28 年的职业生涯中会碰到大约 6 次太阳粒子
事件，太阳粒子事件会发射出大量的高能粒子，形成
极高的宇宙辐射，据估算在一次强太阳粒子事件发生
期间飞机上的空勤人员接受到的辐射剂量可能相当
于他们一年所受的辐射剂量，但是这种事件是不能被
有效预测的[47]。有欧洲的专家也认为太阳活动会影响
宇宙辐射剂量的变化，因此使用计算机软件估算宇宙
辐射的方式得到的检测值很可能是低于实际值的[48]。

所以现有的估算宇宙辐射剂量的方法有一定的
局限性，并不能完全测量出空勤人员实际受到的辐射
剂量。因此，空勤人员实际受到的辐射剂量可能远高
于估算或测量的剂量，存在比一般放射工作人员更多
更复杂的放射危害。 

4    对空勤人员宇宙辐射控制措施的建议
尽管目前我国对空勤人员受到宇宙辐射有控制

措施，但目前所用计算机模拟程序以及仪器测量的方
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有研究发现人群中存在对
辐射敏感的个体[49]

，每个人对宇宙辐射的敏感性不
同，并不能仅仅通过估算宇宙辐射剂量来判定对人体
的损伤程度，因此有必要在空勤人员的职业健康体检
中加入针对宇宙辐射的检查项目。

辐射损伤最常用的细胞遗传学指标检测是淋巴
细胞微核检测和染色体畸变检测这两项检测。它们也
是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中的必检项目，当这两
项检测结果发现异常时会要求放射工作人员暂时脱
离工作环境，等恢复正常后再返回岗位。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是人体受到辐射损
伤估算的“金标准”，它已被用于测量核事故、广岛和
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以及太空飞行中暴露的宇航
员的辐射暴露情况[50–52]。染色体畸变率的高低直接反
映染色体损伤程度。在评估宇宙辐射危害时，染色体
畸变是唯一可以同时提供宇宙辐射剂量和风险信息

的生物标志物，并且在过去 10 年中已在宇航员中广
泛测量[53]。在通过对和平号空间站机组人员的细胞遗
传学分析表明，在飞行后可以检测到染色体畸变率的
显着增加，这种增加很可能是由于宇宙辐射暴露所致[54]。
国外也有相关研究发现空勤人员比机场地勤人员的
染色体畸变率明显增加[55]。

此外，淋巴细胞微核率也是评估放射工作人员辐
射损伤程度的重要生物学指标，微核率能灵敏地反映
近期飞行负荷，可作为近期辐射损伤的监测指标。有
研究通过胞质分裂阻滞微核检测法检测双核淋巴细
胞微核，在去除年龄、性别等影响因素后，对比某航空
公司空勤人员与同地区地面工作人员的双核淋巴细
胞微核率、微核细胞率，发现空勤人员比地面工作人
员的双核淋巴细胞微核率、微核细胞率明显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研究发现双核淋巴细胞微
核率主要和年飞行小时成正相关，可较灵敏地反映近
期内飞行时间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龄短但近
期工时较长的空勤人员微核率高于工龄长但近期工
时较短的空勤人员。说明空勤人员的微核率可能主要
受近期飞行时间的影响，不能反映宇宙辐射造成的累
积损伤[56]。还有研究通过检测 23 名空勤人员的染色
体畸变和微核，并以地面人员作为匹配的对照组。结
果发现，空勤人员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和染色体畸
变率都有所增加[57]。因此淋巴细胞微核检测和染色体
畸变检测这两项检测可以较好的反映空勤人员受到
辐射损伤的情况。 

5    空勤人员宇宙辐射健康管理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宇宙辐射确实会对空勤人员

的身体造成伤害。然而宇宙辐射属于天然辐射源外照
射, 无法消除，也没有办法进行防护。目前对空勤人员
的防护措施, 主要是通过软件估算剂量或监测工作时
间，我国 GBZ 140—2002《空勤人员宇宙辐射控制标
准》规定空勤人员在 1 个日历年内，飞行时间不得超
过 1 000 h，通过限制飞行时间、轮换飞行高低纬度航
线等措施来控制空勤人员受到宇宙辐射的剂量。女性
空勤人员从发现怀孕之日起，应该立即告诉上级，严
格控制飞行时间和线路，注意选择低空航线，以使其
腹部（下躯干）接受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 1 mSv。
但仅仅这些措施方法还存在不足。本研究建议加强对
宇宙辐射危害的认识，确保空勤人员清楚相关知识，

并对空勤人员的职业健康体检中加入淋巴细胞微核
检测和染色体畸变检测，当检测结果超出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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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建议空勤人员脱离工作岗位，恢复正常后再重返
岗位。除了常规的体检项目以外，还需要加强对甲状
腺、生殖系统、晶状体、骨密度等健康问题的管理。空
勤人员包括驾驶员、领航员、飞行机械员、飞行通讯
员、乘务员。驾驶员的体检项目一般比较全面，而其他
空勤人员的体检项目则比较基础，因此建议对其他空
勤人员体检项目进行升级，加强对宇宙辐射危害的重
视和防护。 

6    结论
空勤人员在工作中暴露在宇宙辐射下已经成为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对人体的损害也逐渐被专家
和学者认识，然而由于宇宙辐射的成分复杂，空勤人
员的工作环境、性质特殊，因此无法明确空勤人员的
健康问题是否是宇宙辐射导致。然而，通过调查研究
已经发现空勤人员比一般放射工作人员受到更多更
复杂的电离辐射，因此无法忽视宇宙辐射可能带来的
危害。由于目前的科学技术无法对宇宙辐射进行防护，

因此更要做好空勤人员的健康监护工作，为所有空勤
人员设置职业健康监护和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将针对
性的放射体检项目加入到其职业健康体检项目中。这
些措施不仅对于保障空勤人员这个群体的健康具有
重大意义，也是维护民航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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